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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提出“全碳排”核算方法, 其核算账户包括能源消耗碳排放、生物质资源消费潜在碳耗用和废弃物排放

潜在碳耗用; 以太阳能值为量纲归一化工具, 进行全碳排放量核算; 以全碳排核算为基础, 综合考虑单位碳

排人口承载量、单位碳排经济产出量和单位碳排人均可支配收入获取量等信息, 构建能够反映碳效率和发展

协调度的碳排放绩效综合指数, 以衡量一个地区的碳绩效。以北京市和重庆市为例, 评价 2001—2011 年间

的碳排放综合绩效。结果显示: 两个城市的能源消耗碳排在全碳排总量中所占比重不断上升, 可见即使从全

碳排视角来看, 能源消费仍是影响碳排放的最主要因素; 两个城市三个方面的分指标值差异较大, 可见不同

的生产水平对碳排影响不容忽视; 较之仅考虑能源碳排及碳生产率的传统碳效率评估, 基于“全碳排”核算的

碳综合绩效评价, 可以更为公平客观地反映一个地区的碳绩效, 为地区碳减排责任认定提供科学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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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full carbon emission calculation method is proposed, whose accounts include energy consumption 

carbon emission, potential carbon consumption of biomass resource consumption, and potential carbon 

consumption of waste emission. The solar emergy is used as a tool of the same normalized dimension for 

calculating the amount of full carbon emission. Based on the full carbon emission calculation, population carrying 

capacity of one unit carbon emission, economic output of one unit carbon emission, and per capita disposable 

income of one unit carbon emission are considered into one package to construct an index to evaluate the carbon 

efficiency and development coordination level of a region, and the index is named carbon emission performance 

integrated index. Taking Beijing and Chongqing as examples, an assessment is made from 2001 to 2011 with the 

result that the proportion of energy consumption carbon emission in the full carbon emission of the two cities is 

raised continuously, which indicates that even in the view of full carbon emission, energy consumption is still the 

main factor affecting carbon emission; however, the effects from modes of both life and production on carbon 

emission also cannot be neglected.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carbon efficiency evaluation with only energy 

carbon emission and carbon production rate considered, the carbon integrated performance evaluation based on 

“full carbon emission calculation” can fairly and objectively reflect carbon performance of a region, thus it 

provides a scientific method to identify the responsibility of regional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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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70 年以 来 , 地 球表 面气 温已经 上升了

0.6°C。历史上最热的 25 个年份均出现在 1980 年

以 后 , 其 中 有 10 个 年 份 出 现 在 1996 年 以 后 [1]。

2005 年, 全球碳计划[2]发起城市与区域碳管理计划, 

从城市—区域—全球的视角, 将碳管理渗入到城市

发展、城市部门和地方的实际工作中, 主要目的是

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为了减缓气候变化的速

度, 减少碳排放迫在眉睫, 碳减排责任的认定成为

世界性热门议题。 

当前 , 国内外通常用碳排总量(目前仍以能源

消耗碳排放计量为主)或碳生产率(某一特定区域生

产总值与 CO2 排放量之比)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

碳绩效或者说低碳化水平 [3–4]。例如, Mielnik 等 [5]

提出碳指数(单位能源消费的碳排放), 将其作为发

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及经济发展模式评价的主要

指标; Ang[6]将能源强度(单位 GDP 的能源消费量)

作为主要考量指标, 分析人类行为对气候变化的影

响; Sun[7]则认为, 碳排放强度(单位 GDP 的 CO2 排

放量)是评价一个国家或地区碳减排效果的理想指

标; Zhang 等[8]认为, 工业化累计人均碳排放量和单

位 GDP 排放量更能体现公平、合理的原则。以上

研究聚焦于 GDP 产出与 CO2 排放量之间的相关分

析, 即碳的生产效率分析, 没有反映人均碳占用(或

称碳耗用)情况。碳足迹可以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

能源意识和行为对自然界产生的影响 [9–10], 但没有

体现单位碳排的经济产出能力。 

事实上, 从福利绩效[11–12]和发展的公平性[13–14]

视角来看, 将经济产出、人口承载和民众生活水平

等因素共同融入碳排放绩效分析, 才能够更为客观

地评价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碳绩效, 也便于在大尺度

减排目标确定的前提下, 公平地核定某个国家或地

区的减排指标。 

此外, 生物质资源生产需要占用土地, 从某种

程度上侵占了高固碳植物的种植机会; 废弃物排放

过多会导致环境质量下降, 污染治理需要消耗资源

并且排碳。因此, 单一的能源消耗碳排放并不能全

面反映一个地区的整体碳耗用情况。正在兴起的隐

含碳计算方法 [15–16]通过投入/产出分析来核算区域

碳排放总量, 从某种程度上弥补了上述不足, 但由

于不同种类产品的“碳排系数”难于确定, 该方法账

户覆盖仍不全面。 

为了反映全要素碳排放综合绩效的思想, 不同

于以往研究中以“能源消耗碳排放”为主的窄口径碳

计量方法, 本文以上述研究为基础, 基于系统整体

性 , 综合考量碳排放与潜在碳耗用 [17], 开发“全碳

排”核算方法。不同于以往研究中以“单位 GDP 的

碳排放强度”[18–19]或“单位碳排人口承载”[20–21]为主

的单点式评价思路, 从单位碳排经济产出、人口承

载和人均福利支撑三方面, 构建碳排放综合绩效指

数, 评价一个地区的碳排放绩效。 

1  “全碳排”核算方法 
1.1  “全碳排”核算的概念框架 

“全碳排”核算旨在更加客观地反映生活生产的

全过程对碳排放量的影响, 包括碳排放和潜在碳耗

用。全碳排核算的概念框架如下。 

步骤 1: 建立“全碳排”核算账户。 

分析生产生活碳排放或潜在碳耗用的关键环

节, 建立“全碳排”核算账户。 

本文在传统能源消耗碳排放核算的基础上, 增

设生物质资源消费潜在碳耗用和废弃物排放潜在碳

耗用核算。这样 , 全碳排核算账户由三部分组成 , 

即能源消耗碳耗用、生物质资源消费碳耗用和废弃

物排放碳耗用。 

步骤 2: 找到不同账户碳耗用的计算方法。 

能源消耗直接排放碳, 有成熟的计算方法, 而

其他账户是潜在的碳耗用, 目前还没有较为成熟的

计算方法。因此, 将潜在碳耗用与碳排放建立联系

并统一度量是“全碳排”核算首先要解决的难题, 能

值分析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有效途径。 

本文应用能值分析理论与方法, 通过能值转换, 

核算所列三项账户的碳排放或潜在碳耗用。 

步骤 3: 全面核算碳耗用量。 

以上述步骤为基础, 分账户核算碳耗用量, 再

求和。 

1.2  能值分析与账户建立 
能值分析理论与方法由美国生态学家 Odum[22]

提出。Odum 的能值(Emergy)定义为, 一种流动或

贮存的能量中所包含的另一种类别能量的数量, 称

为该能量的能值 [23]。因为任何形式的能量均源于

太阳能, 故以太阳能值为基准衡量单位[24]。任何资

源、环境、产品或劳务形成所需的直接和间接应用

的太阳能量之和, 就是其所具有的太阳能值, 单位

为太阳能焦耳(sej)[25]。可以说, 资源能源生产过程

中所耗用的其他种类物质的能量越多, 该种资源单

位质量所对应的能值量就越高[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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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值是能量统一化标度后的一种形式。能量转

化定律指出, 任何能量在做功或存储过程中均会有

消散流失的现象, 即有部分能量将转化为热能而消

散, 从而失去潜在的做功能力[27]。这部分流失的能

量排放到环境中就产生环境污染, 消纳或降解这部

分污染物需要进一步消耗能量排碳, 这就是潜在的

碳耗用[28]。 

十分之一法则指出, 在生态系统能量流动过程

中, 从一个营养层到下个营养层, 约有 10% 的能量

传递, 90%的能量被以热能的形式耗散[2930]。由此

可知, 维持相同的生活所需, 肉、蛋、奶类消耗越

多(或者说蔬、果、谷类消耗越少), 生物质资源消

费的整体有效功就越少 , 生产过程所需土地就越

多。这种定向生产所占用的土地越多, 高固碳植物

生长土地就越少, 因此是一种潜在的碳耗用。 

根据以上分析, 本文将能源消耗碳排放、生物

质资源消费潜在碳耗用和废弃物排放潜在碳耗用纳

入“全碳排”核算账户。 

1.3  基于能值的碳耗用核算 
1.3.1  子账户划分 

能源消耗、生物质资源消费和废弃物排放为三

个大类账户, 要计算每大类账户的碳耗用, 必须将

其分别细分, 建立子账户。为了便于统计数据的获

取, 本文账户细分力求与统计年鉴口径一致。 

第一部分, 能源消费。将能源消费分为煤、油

品、气、电力及其他等 5 个子账户。其中煤包括原

煤、洗精煤、焦炭等 ; 油品包括原油、汽油、柴

油、煤油、燃料油等; 气包括焦炉煤气、液化石油

气、天然气等; 其他包括热力等。 

第二部分, 废弃物的排放。废弃物分为工业固

废、生活垃圾、工业废水和工业废气。 

第三部分, 生物质资源消费。生物质资源消费

以 生 物 产 品 消 费 统 计 为 主 , 主 要 分 为 农 产 品 (粮

食、食用油、蔬菜、水果等)、畜产品(猪牛羊肉、

家禽、鸡蛋、牛奶等)和水产品三部分。 

1.3.2  基于能值的碳耗用核算 

基于能值的碳耗用基本过程为: 原始数据→能

量→太阳能值→电能→标煤→碳排量。 

首先, 将物质转换成相应的能量, 把不同种类

和不可比较的物质以实物为单位, 乘以能量折算系

数(即单位物质所具备的能量); 然后 , 将所得到的

不同类型、不同等级的能量乘以能值转换率(不同

种类物质所对应不同等级的单位能量所具有的太阳

能值, 单位 sej/J), 换算成可以直接进行比较的太阳

能值; 最后 , 借助电能的能值转换率 , 将各项目的

太阳能值换算成电能, 再由电能转化为标准煤, 从

而计算出研究区域的碳排放 (包括潜在碳耗用 )总

量。计算公式如下:   

 2 2
0.8856

CO CO
3600000

kh
k

P  

 

    , (1) 

其中, CO2k 表示第 k 类(包括能源消费量、生物资源

消费量、废弃物排放量)物质消费过程中的碳排放

量; Pkh 表示第 h 类物质的第 h 种原始数据(其数值

可直接在有关统计年鉴中获得); α 表示能量折算系

数(数值来源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β 表示能值转换

率(数值参照 Odum 的能值理论; γ 表示电能的能值

转化率(1.05×105 sej/J), 1 kWh=3600000 J, 每千瓦

时供电排放 0.8856 kg CO2。  

以上各账户基于能值的碳耗用核算过程基本相

同, 不同种类物质具有不同的能量折算系数和值转

换率。Pkh 数值可直接在有关统计年鉴中获得; α 数

值可由中国能源统计年鉴查到; β 数值以 Odum 提

出的能值理论为基础 , 参考已有文献 [31–38]总结而

得, 不同物质的 α 和 β 数值详见附录 1 和 2。 

2  碳排放绩效综合指数构建 
碳排放绩效综合指数包括 3 个分指标: 单位碳

排放 GDP 产出量, 用以体现单位碳的经济产出能

力; 单位碳排人口承载量, 用以体现单位碳的人口

承载能力; 单位碳排人均可支配收入, 用以体现单

位碳的福利增进能力。综合指数构建的基本程序如

下: 首先, 将单位碳排放的 GDP 产出量(表征单位

碳排所支撑的经济生产能力)和单位碳排放的人口

承载量(表征单位碳排的人口支撑能力)及单位碳排

放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表征单位碳排的经济福利支

撑能力)进行无量纲化; 然后, 应用协调度函数处理

方法 , 计算三者的协调度; 最后 , 综合考虑协调度

情况及 3 个分指标值的大小, 将三者合成一个综合

指标——碳排放绩效综合指数; 计算碳排放绩效综

合指数。 

2.1  指标无量纲化 
首先, 对单位 CO2 的 GDP 产出量采用极差标

准化方法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计算公式如下:  

 
2 2

2
2 2

GDP /CO MinCO
CO

MaxCO MinCOij

ij Gij
G

G G




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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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CO2Gij 代表第 i 个样本城市第 j 年单位 CO2 的

GDP 产出量分指标的标准化数值, CO2ij代表第 i 个

样本城市第 j 年的 CO2 排放量, GDPij代表第 i 个样

本城市第 j 年的地区生产总值, MaxCO2G 为 i 个样

本城市 j 年内的年单位 CO2 的 GDP 产出量最大值, 

MinCO2G 为 i 个样本城市 j 年内的年单位 CO2 的

GDP 产出量最小值的 0.9 倍。由于协调度公式中需

要用到乘法, 为避免极端情况零值出现, 上述公式

中的最小值取实际最小值的 0.9 倍。 

然后, 将单位 CO2 的人口承载量采用极差标准

化方法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计算公式如下:  

 
2 2

2
2 2

/CO MinCO
CO

MaxCO MinCOij

ij Pij
P

P P

P 



, (3) 

式中, 2CO ijP 代表第 i 个样本城市第 j 年单位 CO2 排

放承载的人口量分指数, CO2ij 表示第 i 个样本城市

第 j 年的 CO2 排放量, Pij 表示代表第 i 个样本城市

第 j 年的人口数量, MaxCO2G 为 i 个样本城市 j 年内

的年单位 CO2 人口承载量最大值, MinCO2G 为 i 个

样本城市 j 年内的年单位 CO2 人口承载量最小值的

0.9 倍。 

同理, 将单位 CO2 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最大值记

为 MaxCO2I, 最小值记为 MinCO2I。采用极差标准

化方法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计算公式如下:  

 
2 2

2
2 2

/CO MinCO
CO

MaxCO MinCOij

ij Iij
I

I I

I 



, (4) 

式中, 2CO ijI 代表第 i 个样本城市第 j 年单位 CO2 的

人均可支配收入量分指数, CO2ij 表示第 i 个样本城

市第 j 年的 CO2 排放量, Iij 表示代表第 i 个样本城

市第 j 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 MaxCO2G 为 i 个样本

城市 j 年内的年单位 CO2 人均可支配收入最大值, 

MinCO2G 为 i 个样本城市 j 年内的年单位 CO2 人均

可支配收入最小值的 0.9 倍。 

2.2  协调度计算 
协调发展不追求区域或城市社会经济环境复杂

系统的单个要素的最优 , 而是从系统全局的视角 , 

强调系统多个要素间的和谐及系统整体及效益效率

的最佳[39]。因此, 本文借鉴协调度模型[40], 构建碳

排放绩效协调度函数, 反映系统社会、经济、环境

不同目标之间的发展协调性。 

首先, 计算以上 3 个分指标的均权值: 

 2 2 2

1
(CO CO CO )

3ij Gij Pij IijS    , (5) 

式中, Sij 为第 i 个样本城市第 j 年 3 个分指标的均

权值, 体现的是不考虑发展协调度情况下的碳绩效

情况。 

然后, 计算 3 个分指标之间的协调度: 

 
3

2 2 2CO CO COGij Pij Iij
ijD S

 
 , (6) 

式中, Dij 为第 i 个样本城市第 j 年的发展协调度  

(0≤C≤1), 其值越大, 表示 3 个指标之间的协调关

系越好, 反之则相反。 

2.3  碳排放绩效综合指数的计算 
以上述计算结果为基础, 设计碳排放绩效综合

指数测算公式如下:  

 2CO
ijZ ij ijD S  , (7) 

式中 2CO
ijZ

为 i 个样本城市第 j 年的碳排放绩效综

合指数, 其余符号同上。 

3  应用研究 

本文选取北京和重庆两个城市进行对比研究。

文中所用基本数据源自《2002—2012 年北京市统

计年鉴》、《2002—2012 年重庆市统计年鉴》以

及《2002—2012 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根据式

(1)计算得到两个城市 2001—2011 年“全碳排”总量, 

除以对应年份的城市常住人口 , 就得到年人均“全

碳排”数值。计算过程中, GDP 及人均可支配收入

用的是 2000 年的不变价, 结果如表 1 所示。 

3.1  碳绩效排放综合指数计算 
计算两个城市的 2001—2011 年间的单位碳排

放的 GDP 产出量、单位碳排放的人口承载量和单

位碳排放的人均可支配收入, 根据式(2)~(4)进行无

量纲化处理, 根据式(5)~(7)计算碳排放绩效分指标

值、协调度值及碳排放绩综合指数值, 结果如图 1

所示。 

3.2  计算结果分析 
从表 1 可知, 两个城市能源消耗碳排在全碳排

总量中所占比重都处于上升趋势。由此说明, 即使

即从全碳排视角来看, 能源消费仍是影响碳排放的

最主要因素, 而且发展越成熟的城市, 所占比重变

化幅度就越小。 

纵观表 1 及图 1(a), (b)和(c), 两个城市的碳绩

效分指标存在较大差异。单位碳排 GDP 产出量

(CO2G)北京市增长显著; 重庆市增长相应较慢。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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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北京和重庆人均“全碳排”(2001—2011 年) 
Table 1  Per capita “full carbon emission” of Beijing and Chongqing (2001–2011) 

年份 
人均“全碳排”量/108 sej 能源碳排比重/% 废弃物碳排比重/% 生物质资源碳排比重/% 

北京 重庆 北京 重庆 北京 重庆 北京 重庆 

2001 3.4 3.2 85 60 3 5 12 35 

2002 3.7 3.2 86 61 3 5 11 34 

2003 4.1 3.2 86 65 3 5 11 29 

2004 4.4 3.4 88 67 3 5 10 28 

2005 4.8 4.1 87 69 2 5 10 26 

2006 5.2 4.4 88 72 3 5 10 23 

2007 5.6 4.7 88 75 2 4 9 21 

2008 5.9 4.9 88 77 2 4 9 19 

2009 6.2 5.3 88 77 2 4 10 19 

2010 6.6 5.9 88 78 2 4 10 18 

2011 6.7 6.8 87 82 2 3 11 14 

 

 
表 1 可知, 北京市资源利用水平和生产率较高, 废

弃物排放量较低, 而重庆市生产率相对较低, 废弃

物排放量相对较高。可见, 不同的生产方式对碳排

放量和碳生产效率影响很大。单位碳排人口承载量

(CO2P)重庆市初始水平很高 , 但呈明显下降趋势 ; 

北京初始水平较低, 但总体趋势较为平稳, 下降幅

度小。因此, 重庆市这项分指标的优势越来越不明

显。单位碳排放人均可支配收入(CO2I)北京市优于

重庆市, 说明北京市的碳福利产出效率较高。 

由图 1(d)可知, 从 3 个分指标的均权值(碳效率

的绝对量)来看, 2001 年北京市高于重庆, 上升趋势

明显 ; 重庆波动较大 , 整体处于下降状态。由图

1(e)可知 , 3 个分指标的协调度重庆市上升趋势明

显, 北京市有所下降。如果要提高协调度水平, 北

京市单位 CO2 人口承载能力应有所提高。由图 1(f)

可知 , 从碳排放综合绩效来看 , 北京一直较高 , 但

由于重庆市增长幅度大, 2011 年已经与北京市非常

接近。 

不同的评价体系会对应不同的减排指标分配策

略。如果仅从单位碳排人口承载能力来考虑, 优惠

政策应该向重庆这类发展中城市倾斜; 如果仅从单

位碳排经济产出水平来考虑, 优惠政策会向北京这

类发展较为成熟的城市倾斜; 如果仅从单位碳排社

会经济福利绩效来考虑, 优惠政策会也会向北京这

类发展较为成熟的城市倾斜。三项分指标体现了碳

排放在三个不同方面的绩效情况, 碳排放综合绩效

指数即可以体现碳在三个方面的绝对效率, 又能体

现三个方面的协调度, 因此, 可以更好地反映城市

或区域碳效率水平及社会经济环境发展协调度。从

另外一个角度看, 从碳福利绩效相对公平和碳生产

率提高及空间优化上, 碳排放综合绩效指数可以为

区域碳减排责任的认定提供科学参考。 

4  结论与讨论 

本文提出的“全碳排”概念及其核算方法, 考虑

了生产生活中所消费的能源碳排放、生物质资源消

耗潜在碳耗用和废弃物排放的潜在碳耗用。由于引

入了能值理论与方法, 使三种不同类型的碳占用得

以用同一量纲进行统一核算和度量, 为全面核算某

一地区的碳耗用和客观地反映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

对碳排放总量的影响提供了一种有效方法。 

以“全碳排”核算为基础, 综合考虑单位碳排人

口承载量、单位碳排经济产出量和单位碳排人均可

支配收入获取量等信息, 构建能够反映碳效率和发

展协调度的碳排放绩效综合指数, 用以衡量一个地

区碳绩效。实例研究结果显示, 基于“全碳排”核算

的碳排放绩效综合评价, 既能体现各分要素效率对

碳排放综合绩效的贡献, 也能体现指标间的协调关

系对碳排放综合效率的影响, 较之仅考虑能源碳排

及碳生产率的传统碳效率评估, 可以更为公平客观

地反映一个地区的碳绩效和低碳化水平, 为区域碳

减排责任的认定提供了一种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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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北京和重庆碳排放绩效评价结果(2001—2011 年) 
Fig. 1  Carbon performance index of Beijing and Chongqing (2001–2011) 

 
“全碳排”核算旨在更为客观地反映不同的生产

生活方式对碳排放量的影响和人均碳占用(或称碳

足迹)情况。本文提出这个新概念 , 并且在传统的

以能源碳排为主的计量方法的基础上, 增加了生物

质资源消耗潜在碳耗用和废弃物排放的潜在碳耗用

两个账户 , 表达的是一种“全碳排”计量的新思路。

我们相信,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 全碳排核算账户

会被继续丰富和完善, 不同种类生物质资源与高固

碳植物固碳能力之差也将计量得更为精细。如果能

将时间累积因素的影响 [41]也融入“全碳排”核算之

中, 可以使“全碳排”不仅具备静态之全, 更具备动

态之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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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能量折算系数 

生物资源产品 能源产品 

名称 单位 数值/106 名称 单位 数值/104 

粮食 J/kg 15.90 原煤 kJ/kg 2.09 

蔬菜及制品 J/kg  2.50 焦炭 kJ/kg 2.85 

食用植物油 J/kg 38.60 原油 kJ/kg 4.19 

猪肉 J/kg 20.00 汽油 kJ/kg 4.31 

牛肉 J/kg 11.70 煤油 kJ/kg 4.31 

羊肉 J/kg 14.10 柴油 kJ/kg 4.27 

家禽 J/kg  5.50 燃料油 kJ/kg 4.19 

蛋类及制品 J/kg  8.40 天然气 kJ/m3 3.56 

奶及其制品 J/kg  2.90 电力  kJ/kwh 1.18 

水产品 J/kg  5.50    

水果及制品 J/kg  3.30    

食糖 J/kg 15.90    
 

附录 2  能值转化率 

生物资源产品 能源产品 废弃物 

名称 单位 数值/104 名称 单位 数值/104 名称 单位 数值/1012 

小麦 sej/J 6.80 原煤 sej/J 3.98 废水 sej/t 4.94 

蔬菜及制品 sej/J 2.70 焦炭 sej/J 5.01 废气 sej/m3 0.00132 

食用植物油 sej/J 130 原油 sej/J 5.40 生活垃圾 sej/t 445 

猪肉 sej/J 170 汽油 sej/J 6.60 工业固废 sej/t 150 

牛肉 sej/J 400 煤油 sej/J 6.60    

羊肉 sej/J 200 柴油 sej/J 6.60    

家禽 sej/J 170 燃料油 sej/J 6.60    

蛋类及制品 sej/J 200 天然气 sej/J 4.80    

玉米 sej/J 2.70 热力 sej/J 8.00    

水产品 sej/J 200 电力 sej/J 16.0    

水果及制品 sej/J 8.90       

食糖 sej/J 8.50       

 


